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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论析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①

梁小娟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

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

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

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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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小说”这一概念与文类均源自西方，在德国、英国、美国的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与写

作传统。从写作传统来看，英国成长小说大多具有自传性这一特点，成长叙事多以主人公的人生轨迹为

线索，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坚持虚构与真实并重的原则，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作者本人。在现代

文学史上，尤其是“五四”时期到上世纪２０年代，自叙传小说创作曾风靡一时，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
洪灵菲、庐隐、丁玲、冯沅君、石评梅、苏雪林等一大批作家都创作过自叙传小说。从小说写作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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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来看，女性作家似乎更青睐以自叙传方式来展现女性的成长历程，如庐隐的《海滨故人》、苏雪林的

《棘心》、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白薇的《悲剧生涯》、苏青的《结婚十年》、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关

露的《新旧时代》等小说就直接以作家的人生经历为原型，将自己从幼稚到成熟的成长故事浓缩在文本

之中。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是非常典型的女性自叙传成长小说。“成长小说”这一

舶来品从西方飘洋过海传到中国以后，经“五四”时期、“左翼”时期、抗战时期、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新时

期等阶段的发展，其写作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尤其是到了近３０年，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成长小
说尤其是女性成长小说已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大亮点，成长叙事也成为文学创作新的增长点。女

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方式来摹写女性的成

长，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卫慧的《上海宝贝》（半自传

体）、棉棉的《糖》、春树的《北京娃娃》、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张洁的《无字》、严歌苓的《穗子

物语》、王海的《大校的女儿》、陈丹燕的《九生》等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就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

在很大程度上重合。

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呈现的，没有比较、没有差异就不会产生独特性。近

３０年女性成长小说的自叙传叙事也应作如是观。与同时期以男性为主体的成长小说相比，近３０年女
性成长小说的自叙传色彩更为浓厚，女性成长主体的性别意识与主体建构更为自觉，女性对成长空间的

体验更为复杂。女性作家为何青睐以自叙传的方式书写成长？这种书写方式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是

本文尝试要探讨与解决的问题。

一　成长回望与自我认知的相互映照
现代文学史上自叙传小说的代表作家郁达夫曾讲过：“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

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

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１］８２７－８２８强调作家的个性气质与个人体验，尤其是再现作家个体的生活和心

境，大胆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是现代文学史上自叙传小说写作的落脚点

所在。如果将法朗士“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文学主张推及开来的话，那么，近

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只要是涉及作家的个人情感经验，在叙事中贯注了作家对生活的体验、观察、认知

和理性提炼，就可以看作是自叙传式的成长小说。也就是说，自叙传式的成长小说并不一定非得强调作

家的个人经历与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完全吻合，重要的是作家能够在成长叙事中营构出一种真实的艺术

氛围与心理真实，能够展示主体的精神成长与自我意识的建构过程。陈染就曾讲过：“我喜欢用第一人

称写作，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小说完全是我个人生活的‘自叙’。人们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经

历现实的，有的是真实的经历，而更多的是心理的经历。”［２］２５５心理真实与情感真实，应该是我们解读自

叙传小说所应着重把持的两大准则，拿着放大镜去按图索骥一一核查小说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经历在多

大程度上重合既不明智也不可取。学者王平就提出应该把那些“不再把讲述个人的经历当作重点，而

是专注于对生命意义的体验与寻找过程”的小说，也看作是“自叙传”小说的一种变体，“是心灵的‘自

传’”［３］。

自叙传式的女性成长叙事多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的控制手段，注重揭示女性成长过程中性别体验

的确认、“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自我人格的分裂、自我理想的失落、自我实现的艰

难等一系列关乎成长的命题，展现女性艰难的主体建构过程。而且第一人称的自叙传在叙事上体现出

鲜明的优势：既能通过叙事达到建构自我和塑造自我形象的需求，又易于赢得读者的同情与理解，便于

读者“较直接地跟踪主人公自我身份的构建过程，跟踪叙述者的思想矛盾、迷惘困惑和性格发展的心路

历程。”［４］１６９《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大校的女儿》、《北京娃娃》、《上海宝贝》、《糖》、《九生》、

《饥饿的女儿》等小说中的成长主人公“我”的身上就体现着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三种声音，以成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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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叙述者来回望“我”的历时成长过程，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来展现“我”的主体建构过程。

自叙传是对女性成长史的自我回望。它剥落了“自我隐匿”的写作伪装，承续了庐隐、丁玲、谢冰

莹、白薇、苏青等独立女性的“自传性”写作传统，以“自我指涉”来逼近女性真实的成长体验与性别内

涵。可以说，回望是对个人成长历史的清理，也是成长过程中主体自我讯问、自我认知、自我模塑的过

程。林白曾说过：“在我的写作中，回望是一个基本的姿势，这使我以及我所凝望的事物都置身于一片

广大的时间之中。”［５］《一个人的战争》采取的就是回忆性叙事的策略，小说中处处流露出成长后的

“我”对处于成长早年的林多米的回望。在叙事中，林白频繁使用“我”和林多米作为人称指示代词，第

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交相辉映。如多米回顾大学生活时，“现在十年过去，回首遥望，大学时代黑暗

而模糊……”；又如十八岁的多米历经抄袭事件后羞愧不已，对自己充满鄙夷与自责，“她在角落里一直

坐下去，直到现在。”小说中人物过去式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人物的“现在”。当多米对自我的确认发

生混乱、对生活产生困惑时，叙述者又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跳出来发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来自

何处？又要向何处去呢？我们会是一个被虚构的人吗？”在小说中，虚构与真实相互交织，如神秘女人

朱凉的出现，将“我”推入一个象征性的两难选择的境地。多米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与林白的人生经验

重合，林白曾经明确表示《一个人的战争》与“我个人的生命本体却有着某种一致性，一种叠合”，“在生

命本体上，那个弱势的女性，跟我本人，有着一种一致性。那个受到体制的、男性的、科学的控制的女人，

也不是别人，正是作者本人。”［６］２２６多米与林白本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同一性，也正是这一同一

性的存在，更突显了多米作为一个女性竭力逃离父权制社会的成长经验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多米的成

长具有个人的独特性，但多米作为一个女性的生存处境却具有普遍性。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织的叙事方式，呈现了倪拗拗复杂的成长过程。倪

拗拗的家庭成长环境及其与父母亲之间的情感关系就源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谈及小说中所体现出

来的“恋父”与“弑父”情结时，陈染承认“这个覆盖性太强烈，它奠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基调，未来的成

长都摆脱不了这种阴影”，“对父亲这个形象在我内心是相互冲突的，我遮掩了许多东西，这跟我自身的

成长经历有很多的关系。”［７］９２不难看出，文本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构，但作家将自我真实的情感与心

理投射在成长主人公身上，借助主人公来反映女性成长的性别处境这一点是不容置喙的。“我”对父亲

所表征的父权制的反抗和对女性情谊的渴求，恰恰是女性成长过程中性别体认的真实写照。

《糖》中主人公“我”的经历就有棉棉早年生活的影子，小说刻画了“问题女孩”对自由、性、爱以及

身体的认知过程；《北京娃娃》作为自传体小说，真实呈现了“８０后”一代叛逆女性在理想、情感、家庭、
社会、欲望中奔突呼号的成长历程；至于《上海宝贝》，卫慧毫不讳言小说的自传性，她在小说《后记》中

写到：“这是一本可以说是半自传体的书，在字里行间我总想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可我发觉

那很困难，我无法背叛我简单真实的生活哲学，无法掩饰那种从脚底心升起的战栗、疼痛和激情……”

王海的《大校的女儿》自传意味非常浓厚，小说讲述了现代女性“我”在爱情、婚姻与自我的独立意识

相冲突时个体的选择［８］。“自叙传”小说在叙事上除了第一人称之外，也大量采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徐

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自传意味十分显然，而且她本人也未拟掩饰”［９］３，被誉为是笔尖中流淌出

的“心田之血”。小说以第三人称回顾与讲述了主人公毛榛的爱情婚姻史，揭示了现代女性在追求自我

独立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事业与情感、身体与心灵难以两全的尴尬。虹影在接受访谈时，曾坦言小说《饥

饿的女儿》“从文体来说，它是自传的。从外观和整体上说，它是我的整体生活。最恰当地说，是我主观

经验感受的生活”，“讲述的事件、时间、地点、人都是当年的”，“是我１８岁以前经历过的事”，小说写作
“是带有一种目的性的回忆”，意在“用这种语言的形式来摧毁‘旧我’”。［７］１０３－１０４主人公六六对于自己的

身世知之甚少，她的成长过程与其对身世之谜的探寻结合在一起，生理与心理的双重饥饿贯穿了六六成

长的始终。在《穗子物语·自序》中，小说的叙述者“我”时刻以过来人的视角对穗子的成长加以回顾与

反思：“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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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对于《无字》，王蒙指出张洁在小说中“痛说血泪家史”［１０］，暗喻小说

中吴为的人生经历与作家本人婚姻经历的重合，也有学者从张洁与第二任丈夫孙友余长达 ２７年的婚
恋来解读小说中吴为的婚姻悲剧［１１］。无论如何阐释，小说还是成功地塑造了吴为这样一个背负沉重历

史的现代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中的成长蜕变。这些自叙传式的成长小说，都离不开作家对生活往事的回

望与反思，在对“旧我”或肯定或否定的叙述中，展现女性构建“新我”的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女性自叙

传的成长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中的鲜活而生动的个体形象序列，作家现实的生存

场景与作品中女性的成长处境相互映照，将读者带回到作家写作的现场并返回到生命的本真，真实表现

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身体体验与心理发展，这无疑更能接近女性生存的历史本相。

波伏娃谈到女性写作方面的创造力时，曾指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

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１２］５５受女性的性别气质与性

别视点影响的自叙传式的女性成长小说，无论是在话语言说、内容表达（如反对、逃避、拒绝社会给女性

规定的性别角色）还是在话语风格上，都呈现出鲜明的性别视角和自觉的性别立场。这些女性自我讲

述的成长故事，传达出作家自身的情感历练与生命体验，借叙事来塑造女性自身，从而摆脱被男性塑造

的“第二性”地位。正因为女性自叙传式的成长小说灌注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和问题意识，所以“更具有

针对性和颠覆性，那些看似出自本能的、自发的女性话语，有着反女性角色陈规的内涵”［１３］１６７，极大地丰

富了中国当代成长小说的发展。

二　历史真实与文本叙述的相互指涉
人是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中有限的个体存在。从这一存在意义出发，任何作家的叙事都不可能跳出

一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的生存背景。从叙事来看，文本叙述表现的是话语层面上“如何”讲故事，

而历史真实展现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角来追问“为何”这样讲故事。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历史

和文学具有“互文性”，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这种相互转化的“互文性”表明任何文本所呈现的历史都不

可能是纯粹的历史，文本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经历与历史真实必定会存在一定的出入。文本叙述

的历史会受到作家对历史现象的观察、思考、提问、整理、书写的影响与限制，作家的视角与立场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了文本叙述与历史真实之间的指涉程度。

自叙传式的女性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以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姿态出场，频繁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

间，以女性的视角来展现特定的历史阶段，从女性立场出发来反思社会与历史。“反思———用崭新的双

眼回顾过去，以新的批评角度翻开过去的篇章———对妇女来说不仅仅是文化史中的一个章节，它更是生

存的过程。……对妇女来说，这种试图了解自己的做法，不单单是为了寻找个性；它是我们拒绝在男性

统治的社会里自我毁灭的一部分。”［１２］１２２自叙传式的女性成长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女性视野下的真实历

史，尤其是女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灵成长史。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曾说过：“一个人的心灵的

历史，哪怕是极其渺小的心灵，它也未必比整整一个民族的历史来得乏味和缺少教益，尤其这部历史是

一个饱经沧桑的人自行省察所得出的结果。”［１４］１３１从这一角度出发，女性心灵成长的自叙因其与男性迥

异的性别立场而更具有考察与研究的价值。与重大历史事件相比，女性对日常生活和私人情感的关注

兴趣更为浓厚。在成长自述中，女性成长的历史往往更具个人化与生活化。

就像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将香港陷落这一历史事件看作是对白流苏个人婚姻的成全一样，在

《穗子物语·自序》中，严歌苓写到：“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

属于个人。”这一句话是我们理解与介入穗子个人成长史的一把钥匙。小说以成年人“我”、“我们”的视

角返观穗子在“文革”期间度过的童年、少年经历，以一个个小故事将穗子的成长串起来，而“我”的叹息

与回顾恰恰又体现了成长后社会化的、成熟的“我”对穗子成长历程的反思。在穗子的成长中，有人性

的善与恶的较量，有纯真感情的破灭，有亲情的缺失，更有成年后的悔悟与回望。小说叙述者“我”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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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将穗子成长过程中的恶行直接归罪于“文革”这一事件，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出发反思并呈现“文革”这

段历史对个体成长造成的心灵硬伤。同样是写“文革”，《九生》以三三的视角来呈现“喝狼奶长大的一

代”所体验的混乱历史：焚书、抄家、串联、告密、斗殴、善良人们的自杀以及上山下乡等等。当盲目的信

念和狂热的幻想越来越虚无，被压制的理性和被逼迫的自我指责将整个社会导向无序时，作为时代中的

弱小个体，“我”仍然能够在动乱中寻找“美”并发现“美”。小说用富有诗意的笔调书写了“我”在童话

作家马立三和指导夫妇那里接受的最初的“美”的教育，在“爱”与“美”中放飞梦想。小说同样刻画了

“我”成长过程中的心灵创伤。小说以冷静的笔触描写了七岁的“我”目睹后院女人跳楼自杀时的震惊

与失语，看似平静的背后却隐伏着作家的无限痛惜。马立三俯首认罪时的谄媚，让“我”经历了心中偶

像坍塌后的迷惘与幻灭，使“我”过早感悟到人丧失尊严后的屈辱与愤慨。《饥饿的女儿》中所描述的建

国后从镇压反革命、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各阶段的沉重历史，作为六六生存与成长的大背景，已经渗

透进六六的血液，伴随六六的身世之谜而一步步被叙述出来。历史老师的两个“文革”论和他的自杀，

给六六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冲击。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认为《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固然说的是一个年

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但也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这民族与文明西

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文化大革命’苦难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六六

的成长为我们重返当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个人化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六的人生经历已经超

越了纯粹的个人历史范畴，而上升到民族苦难的高度。从这些文本的写作实践来看，文本叙述的历史从

来都是个人史，历史是由置身其中的平凡而鲜活的个体构筑的。

在成长叙事中，同样是打砸抢烧、破坏一切、怀疑一切盛行的非理性时代，“文革”这一历史资源在

同时代男性作家的笔下，则呈现出另一番叙事风貌。余华的《兄弟》、《在细雨中呼喊》，东西的《耳光响

亮》、《后悔录》，苏童的《刺青时代》、《河岸》，何顿的《我们像葵花》，毕飞宇的《平原》等小说同样塑造

了成长中的主人公。小说中也有对“文革”历史全景式的正面描写（如《兄弟》、《河岸》），主人公的成长

充满了时代的张力与破坏的欲望，主人公在对时代与“父亲”的双重反抗中重建自己的思想价值体系。

与男性作家书写的“文革”相比，女性自叙传中的主人公经验与勾勒的“文革”更具性别化色彩：虽然小

说中处处都有重大事件的历史折射和沉重逼仄的历史氛围，但在作家的叙述中，“文革”只是作为一种

成长背景被推至幕后，多采用儿童视角或成长后的“我”对历史加以回望的视角来突出个体成长的困境

与艰险，总不免流露出生命的温情和私人化的感受。

女性自叙的成长文本所呈现的历史真实与现实中作家的生活经验相互映照、相互指涉。文本叙事

可以构造与还原历史现场，文本中女性个体的成长经验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历史，以往被遮蔽、被改写的

历史在叙述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因对同一段历史的叙述与呈现，女性自叙的成长文本也可以看作

是互文本。女性成长互文本对当代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叙述，虽整体服从于主人公成长的需要———将个

体成长的心灵史置放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但在客观效果上呈现出一定的象征意味。陈染谈及《私人生

活》时就说过：“有的人把《私人生活》当成私人的东西，我觉得不妥。他们没有看到象征和社会化的关

系，这是很微妙的关系，是通过父女关系涉及社会的父权关系问题。”［７］９３所有这些女性自叙的成长文本

其实讲述的都是同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故事，即女性是如何从家庭、历史中艰难突围而成长蜕变为具有

明确的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体的。当然，女性自述的成长故事在展现历史真实时，不可避免地

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构历史的冲动，但因性别视点的不同，女性视界中的历史真实会呈现出更为独特

的风貌。

三　结　语
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不乏男性作家书写的女性成长小说，如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理查逊的

《克拉丽莎》、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张宇的《疼痛与抚摸》、王蒙的《青狐》、毕飞宇的《玉米》、邓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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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等等。在这些女性成长文本中，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赞美与歌颂，表面上看来是

对女性的尊重与友善，但细究文本不难发现女性只不过是男性出于一己渴望被拯救、被庇护的心理需求

而对女性进行假想而已。女性生命的丰富性与成长的真实性并未因男性的赞美与介入而得到完美的诠

释，反之，男性对女性成长的抒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与剥夺了女性内在的生命欲求，对女性生命造成极

大的压抑与遮蔽。女性的客体地位决定了女性的成长并未遵循女性性格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受制于

整个男权社会的规约。男性作家在对女性成长的想象中，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和主体性，使得女

性在男性同情、悲悯甚至是鄙视的目光注视下完成成长的蜕变，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霸权意识。几

千年来，女性在男性作家笔下沦为无言的他者、在场的缺席者，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实与生命欲求被遮蔽，

女性的成长成为男性对女性的想象性符码。之所以女性作家比同时期男性作家更多地选取自叙传方式

来呈现成长，主要源于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处境［１５］。社会传统中的他者地位决定了女性在处理成长时

呈现出与男性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女性多从一己之体验出发，着力呈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父

权制压迫与性别意识的觉醒。

在自叙传式的女性成长小说中，成长主体有着鲜明的性别视点，对男性以及两性关系的认识与体验

均源自女性的切肤之痛，主体的成长过程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女性真实的生存处境。第一人称的写作方

式更易于拉近叙事与读者间的距离，主体舍弃“旧我”到构建“新我”的这一成长过程更易于与读者在情

感与心理上产生认同。“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等人主张女作家应该实践一种自传性的纯粹经

验写作，认为循此途径可以消除那些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的统治，实践将女性从潜在的历史场景恢复到

前台的可能性。”［１６］１６从这一意义来讲，女性自述的成长故事远比女性被讲述的成长故事更接近女性的

真相，也更能彰显女性成长的艰难与困厄。自叙传式的女性成长小说在叙述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

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时，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

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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